
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所以确保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是实现党领导司法的最好方式。从这种逻辑出发，党的领

导是一种规范化、法治化和可持续的领导。要实现司法独立，在思想上有了上述认识之后，

还有其他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要重新定位政法委的功能。实际上，政法委的不当干预是目前司法机关不能独立

办案的主要障碍。现在说这个话一点都不为过，孟建柱书记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清晰的阐

述。这些年在全国各地，政法委对办案的干预程度表现得不一样。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政法

委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办案的干预是较多的。政法委协调案件这种作法应该终止。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检法两院党组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在法院、检察院内不是没有组

织形式，每一级法院、检察院都有党组，每一级法院、检察院的党组都是经过上一级党委或者

党组批准的，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而这些党组的成员都是法律的内行。因此，加强党的领

导，要强化两院党组的作用。为什么外行的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的话就是党的领导，而检

法两院的党组的意见就不是党的领导？

第三，要建立检法两家内部独立办案的机制。其实，司法不独立，主要体现在目前检法

两院的内设机构上。现在进行司法改革，各个政法机关的内设机构要进行调整。比如，法院

现在办案的机制是什么？很清晰，一个案件由一个承办人来承办，承办人办完了之后要报给

案件的审判长，审判长不看卷，但是签名。庭审的时候，审判长主持，但是他对案件一般不直

接拿意见。承办人拿意见，合议庭讨论，然后报主管的副庭长。合议庭与主管副庭长意见有

冲突，要召开庭长联席会，最后报主管院长，重大案件报审判委员会。这个机制是典型行政

化的机制。它与司法的属性和特点完全背离。司法就是法官在办案，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

这样一种行政化的东西？在国外，不用说西方，就说咱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没有这样做。

法院为什么要设副院长？为什么要设庭长？如果整个法院只有一个院长做行政方面的协

调，下面都是法官独立办案，还会有这么多的干预吗？

最近，广东佛山中院推出了审判长的改革机制。庭长、副院长和院长都一律不管案子

了。完全由审判长办案，由审判长看卷、庭审、签发判决书，并最后负责。这是真的把司法落

实到人。现在，司法不独立和不公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在吃大锅饭———都在办

案，人人负责实际上导致都不负责任。要在办案中很好地抵御内外部的干预，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值得在总结各地创新和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为“司法独立”正名

李步云


目前，有些人认为，“司法独立”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应当否定。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历

史知识、法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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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是现代宪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与制度。现在对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理论和实

践，中外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正予以特别的关注。笔者认为，为“司法独立”正名与脱敏，是

其中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宪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具有三重属性。首先，它是现代

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自近代以来，无论是主张和实行二权、三权、四权或五权分立

与制衡，其精髓都是国家权力的分立与相互制约。而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必

然腐败，这是一条历史的铁的规律。而司法独立就是现代民主中国家权力分立和制衡的一

个极为重要和必备的内容和环节，是现代民主与古代专制政体的重要区别。其次，司法独立

又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制度，是现代司法制度民主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实现司法

公正和权威的根本保证。再次，司法独立还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即，当一个人受到警察

机关或检察机关指控其有犯罪嫌疑时，他享有接受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关审判的权利。

第二，“司法独立”一词，在我党我国的立宪史和重要文献中早已接受和使用。例如：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最准确而又清晰地表达了

“司法独立”的理念和原则。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八二宪法”制定中召开的第一次

“宪法修改委员会”会议的致辞中就曾明确指出：这次宪法修改，要贯彻“司法独立”和“民主

立法”两项原则。笔者参加了这个讲话稿的起草。１９８１年，为总结审判“四人帮”的历史经

验，笔者受命起草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

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发表在是年１１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总结了法治

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司法工作的独立原则”。上述两个文件都是经过中央多位领导审

定的。如果说提“司法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

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对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例如，１９６２年 ５

月，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对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干涉司法独立的行为

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

他们判案子。”他甚至明确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

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

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４６２页）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

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他还说：

“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追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

实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３、２９２页）

第三，实际上，反对“司法独立”的，只是党内极个别的领导同志。１９８１年在第一次全国

政法工作会议上，一位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就曾提出要批判“司法独立”、“无罪推定”、

“有利被告”、“自由心证”。他曾说：“司法独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老问题，有人

提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

要不要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彭真文选》，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６页）正是由于这位领导同志的坚持，他的思想被规定在 １９７９年的刑事

诉讼法中，后又规定在“八二宪法”的第１２６条中，其中具体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八二宪法”起草过程中，时任宪法起草秘书

处秘书长的胡乔木同志曾要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包括笔者在内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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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一致提出，要修改现在的第１２６条，将“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改为“不受任何机

关……的干涉”或最好是恢复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表述：“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

律。”但建议未被采纳。而现在的表述不仅理念错误，也未顾及形式逻辑。因为“干涉”是个

贬义词，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行政机关不能“干涉”，党的组织和人大不能也不应“干

涉”。而这与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司法工作进行领导、人大要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是完

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两个问题。

第四，“司法独立”已成现今国际社会的共识，反对的国家极少。它由一系列国际文书

予以明确和具体地规定，其中还包括了“北京声明”即 １９９５年 ８月 １９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

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的《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在诸多这类国际文

书中，有两项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有普遍约束力，即联合国第 ４０／３２号决议和 ４０／１４６号决

议认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１９８９／６０号决议通过的《关

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实施程序》。它还规定自 １９８８年起所有成员国负有义务“每

五年向秘书长通报一次在实施基本原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包括基本原则的宣传，纳入

国内立法的情况，在国内实施原则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遇到的各种阻碍，同时还包括

可能需要的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我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人权理事会的

理事国。如果我们不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体制和机制上有诸多明显违背其基本原则的

地方，甚至连“司法独立”这四个字也不允许提，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必将大大有损于我

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威望。

第五，“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和制度，既具有普适价值，在不同国家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在我国，司法机关办案只服从法律。这与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司法工作进行领导、各级

人大对司法工作是否严格依法办案进行监督，并不矛盾。完全用不着也不应当否定“司法

独立”这一原则本身。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宪

法和法律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和条文化、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司法

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涉和干扰，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崇高权威，就是

最好地维护党的领导，能最有力地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

第六，在我国，要切实实现“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和制度，必须对司法体制和机制作出深

入的改革，其中尤以体制的改革最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

党组织批案问题。本来，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已在 １９７９年 ９月 ９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６４号文件”）中明令宣布取消。该

文件指出，这些法律“是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

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法治”的概念并强调其重要性。该文件提出：“加强党对司法工

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

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

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

威信。”为此，它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张鳭等：

《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３３页）但是，后来这一制度又有

回潮，主要改为“政法委”批案。无论怎样，这样做是明显违宪，因为这意味着在检察院和法

院之上，还有某个机关可以对某些具体案件作出最后决定。但宪法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

明确地将检察权和审判权赋予检察院和法院行使。二是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现在“信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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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法”已在全国蔓延开来，使各地党政领导叫苦不已。信访机关对涉法涉诉上访，单凭上访

一方一面之词，就可以对一些正在审理甚至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说三道四，这既不科学，

也是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非法干预，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应有权威。这个问题不尽快

解决，“上访潮”将愈演愈烈，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

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强调这类问题应按法定程序办，信访机关无权表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三是地方保护主义。法官不听话就摘乌纱帽，这种事例已绝

非个别。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属同级党政机关管理的体制是其重要的制度性根源。为此，

学术界长期以来已提出种种改革建议，需要认真继续研究。

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实体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在发展战略与策略上，

在全面推进的同时，应将法治置于优先的位置，即依靠法治保民主与人权，以法治与人权促

民主。在法治建设的几个基本环节即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上，最为薄弱的环节是司法。

而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其独立性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八大报告的

内容，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改变作风的八条规

定、习近平同志的“１２·４”讲话、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话电视

会议上的讲话，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未来的中央领导一定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话电视会议上提出，将“劳教制度改革，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为 ２０１３年政法工

作的重点。在讲话中，他还脱稿明确宣布，今后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机关办理个案。这些都

是老大难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决定尽快解决它们，这是需要很大智慧、勇气和魄力的。

正如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社评”对此作出的评论：中央 “为 ２０１３年的政法工作设

立了庞大目标，这可以看成总动员级别的继往开来，甚至新的出发。”孟建柱同志提出四项

重大改革，其中有两项改革，直接关系到“司法独立”原则与制度的贯彻落实。笔者对这个

问题的早日解决充满信心。

司法独立须整体推进

范明志


不管是案件请示制度还是审批制度，都是我国整个司法体制的必然反映。在法院内部

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很难阻止和消除膝盖弯曲一样。案例请示制度涉及到很

多问题，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法官素质。如果没有案件请示制度，目前的法官是否能让当事人放心？

第二，司法廉洁。如果让法官享有更大的权力，民众不放心。

第三，对法官的评价。现在，法官受到的考核和评价是多方面的，是行政化的。如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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